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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末解構的歐洲： 
後民族國家思維、文化界限 
與民族國家間的交互激盪  

* 本文原載《當代》一三九期：pp. 80-93。 

 

孫治本 

 

 

一、前言 

 

太多彼此矛盾的潮流在據稱已進入全球化時代的世界中洶

湧澎湃。數年前福山剛宣稱了歷史的終結，經濟全球化似乎真地

可以弭平所有的疆界。而事實上，全球化已在歐洲福利國家重新

燃起了左派與右派間的戰火。全球化，似乎也要將民族國家丟進

歷史的記憶中，不僅是驚人的跨國、跨文明的企業兼併，區域整

合也讓人開始聽到後民族國家時代來臨的腳步。然而，冷戰後的

再民族國家化，又讓我們看到民族— 國家主義的熊熊烈火。 

歐洲，矛盾中的矛盾區域，是躲不過任何一把烈火的。冷戰

時代的東、西對峙結束了，歐盟追求進一步的整合，且與北約一

起發出了向東歐擴展的宣言。全球化的體驗，歐盟的實例，讓人

覺得傳統的民族國家模式不適用了。然而，新的，但也是非常古

老的界線又（仍）在分化歐洲。即使是民族國家的功能衰退了，

受民族— 國家認同制約的強權遊戲，依然在進行中。 

以下，我們先從文化的層次（而不是從制度的層次），介紹

一種後民族國家思維，亦即德國社會學家貝克 (Ulrich Beck) 的跨

國國家模式，以點出歐盟的特殊性，即對其更進一步的後現代期

望。接著，我們想談談古老的歐洲文化界限在當今歐洲的作用。

然後，我們會看到，歐洲的民族國家不但仍堅持其存在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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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一如既往，逃不過對均勢或強權的選擇。 

 

 

二、貝克的跨國國家模式 

— 後民族國家時代的國家觀 

 

貝克的跨國國家模式，一方面肯定全球化的不可逆轉性，一

方面也是對付全球化的無秩序的一種政治架構。全球化的浪潮使

跨國行動者（跨國企業集團、跨國非政府組織）越來越強勢，民

族— 國家的功能則相對地式微了。然而貝克認為，國家模式雖然

老舊了，卻不可放棄。這主要不是為了保障傳統上所謂的國家主

權，而是因為全球化引起的問題，有賴國家間的合作來規範和解

決 (Beck 1997: 184)。在國家功能式微的全球化時代，個別國家各

自採行對策必然徒勞無功，只會摧毀國家政治，唯有跨國合作才

能延續國家政治的意義 (ibid.: 188)。 

因此，貝克反對民族— 國家孤立地以保護主義來對抗全球化

浪潮。然而，人類因此就該建立起一種大一統的「世界國家」，

以解決全球化帶來的脫序問題嗎？這亦是貝克所反對的，因為世

界國家的建立亦意味著可怕的全球權力集中時代的來臨  (ibid.: 

184)。貝克主張的模式是「跨國國家」(Transnationalstaaten)（複數）。

簡單地說，跨國國家模式即是一種國家間的合作模式，然而這與

傳統的國際合作模式有何不同呢？這便牽涉到其對國家的看法。 

依照貝克的說法，跨國國家並非由民族國家、領土國家所組

成，亦即貝克不再認同傳統的民族國家概念。然而跨國國家模式

還是肯定國家概念，只不過此模式下的國家概念與傳統民族國家

間的區別在於：新概念承認發生於經濟、文化、政治等諸層面中

的全球性是一無法逆轉的事實；新概念認為（國內）政治已與跨

國決定和跨國組織密不可分 (ibid.: 185-186)。 

因此貝克認為，是公民對在內政上可察覺到的全球問題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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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促使了跨國合作的進行，因此他以跨國內政  (transnationale 

Innenpolitik) 的概念取代國際關係的概念 (ibid.: 184-185)，依筆者

之見，其理由是雙重性的：其一，全球問題也就是內政問題；其

二，全球化使各國的內政交織在一起。 

貝 克 又 認 為 ， 他 理 想 中 的 跨 國 國 家 也 非國際國家 

(Inter-Nationalstaaten) 或超民族國家 (Supra-Nationalstaaten)（亦即

區域世界國家），因為在後兩種模式中，傳統的民族國家依然是

主要的關涉點 (ibid.: 186)。所以，歸根究底，民族在貝克的模式

中，已經失去了重要性。而談到文化的互動甚至政治座標系，貝

克以全球化— 地方化的雙軸座標系取代了民族國家間的互動模

式 (ibid.: 186)。 

因此，貝克也將跨國國家視為全球地方國家，將其理解為世

界社會下的省份 (ibid.: 186 & 223)。貝克借用 Roland Robertson「全

球地方化」 (Glokalisierung) 的概念，說明全球化與地方化不但不

矛盾，而且是當今同步壯大的潮流。在他看來，普世主義與特殊

主義是可以兼容並蓄的 (ibid.: 88-92)。從前民族國家間清楚的界

限逐漸模糊了，跨國國家並不俱有單一的權威和單一的認同，其

它地區的和世界社會的權威、次國家的和次民族的權威，都可能

成為公民的忠誠對象。社會— 政治的聯繫和認同，已經成為全球

的、地區的、民族— 國家的和地方的因素交織影響下的多元產物 

(ibid.:191)。 

  貝克認為，歐盟俱有成為跨國國家的潛力 (ibid.: 263-264)。然

而，若與其它有關歐盟建構原則的爭論（主要是超國家主義與政

府間主義的爭論，詳見下文）比較，跨國國家模式是較近於超國

家主義還是政府間主義呢？由於貝克全未論及具體的制度，我們

很難回答這個問題。不過，貝克的跨國內政概念，確能形容當今

歐盟的實際運作情形。更重要的是貝克新穎的國家觀念。一般主

張超國家主義的德國政治菁英，或者主張德國應（在某種程度上）

放棄國家主權，以達成歐盟的進一步整合，但仍可（應）保留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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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認同；或者主張兩者皆可拋棄。而貝克則主張一種不俱民族意

涵的國家。又，有關是否應放棄國家主權以達成歐盟進一步整合

的問題，德、法、英之間有相當不同的看法（詳後），然而貝克

認為其跨國國家模式中的思考邏輯完全不會產生這樣的問題，因

為跨國合作能產生「更多的主權」，使跨國權力集中和個別國家

均能獲益 (ibid.: 190-191)。 

貝克的國家是後現代的，或者用他的辭彙，是屬於「第二次

現代」的  (有關第二次現代，詳 ibid.: 25)。去除民族意涵的國家，

似乎只是全球社會中的一個功能組織；民族和國家，已不再能作

為文化的座標，新的座標系是全球文化與地方文化的辯證關係。

貝克以其認為普世主義和特殊主義能兼容並蓄的胸襟，有意或無

意地忽略了傳統的文化界限與民族認同問題。對他而言，一個「後

民族國家」(ibid.: 223) 時代無疑要開始了。然而，當今的世界，

甚至當今的歐洲真地是如此嗎？ 

杭亭頓的文明衝突論，以及認為冷戰後民族主義與國家主義

又復活了的論點，使我們看到了另一股趨勢。即使只把目光放在

歐洲， 

我們亦可發現，文化界限不但是古老的，它的作用而且是現時的。 

 

 

三、歐洲文化界限 

 

歐洲的東界—  

或西方歐洲與東方歐洲間的界限 

杭亭頓在「文明衝突」一書中提出「歐洲是甚麼？」「歐洲

開始於何方，止於何處？」的問題 (Huntington 1996: 251)。事實上，

冷戰結束後，「歐洲是甚麼？」或至少在（較廣義的）歐洲內部

該如何劃界的問題，浮現在越來越多的歐洲人心頭。越來越多的

西歐菁英開始主張，這個問題應該上溯到東、西羅馬帝國及希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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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正教與羅馬天主教的分裂去尋找答案。亦即，歐洲的範圍限於

信奉羅馬天主教以及宗教改革後信奉基督新教的國家。如此說

來，東正教國家便不屬於歐洲（或者說，歐洲分成兩個世界，東

正教國家是其中之一）。至於原屬共產政營，但信奉羅馬天主教

或基督新教的東歐國家，應該是屬於西方（歐洲）的 (ibid.: 251-254)

（筆者按：居民大部信奉羅馬天主界者為波蘭、捷克、斯洛伐克、

斯洛文尼亞、克羅埃西亞、匈牙利及立陶宛，信奉基督新教者為

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希臘反成了歐盟內的異數，與其他歐盟

成員國相較，被認為作風迴異 (ibid.: 258-260)。 

以宗教作為劃分歐洲東界或西方歐洲與東方歐洲間界線的

標準，固然有其適用性，但仍應將宗教線與種族線對照觀察。大

體說來，兩條線有某種程度的一致性，亦即，東正教的主要成員

屬斯拉夫民族，然而仍有例外，即波蘭、捷克、斯洛伐克、斯洛

文尼亞、克羅埃西亞等國屬斯拉夫民族，卻信奉羅馬天主教。筆

者認為，這幾個國家應歸類為西方歐洲與東方歐洲間的灰色地

帶，因為從宗教上而言，他們屬於西方，從種族和語言而言，他

們卻屬於東方的斯拉夫世界，況且就地緣關係而論，他們正處於

東、西方的交會地帶。 

因此，如果說歐盟及北約的東擴計劃，考慮接受這些國家為

成員，卻很難想像塞爾維亞、俄羅斯等信奉東正教的國家加入歐

盟、北約，是根據宗教劃分的文化界限的作用，則不可忽略的是，

屬於灰色地帶的國家在種族上是與西邊的日耳曼人隔隔不入

的。尤其波蘭、捷克兩國，與德國的恩怨情愁，不是那麼容易就

能完全化解開的（可參閱 Ruges 1990, Schulz-Vobach 1989, Thurich 

1990）。 

歷史遺產的影響是巨大深遠的。從希臘、羅馬文化間的競

爭，到東、西羅馬帝國及教會的分裂，然後是羅馬天主教世界的

新成員日耳曼人與東正教世界的新成員斯拉夫人在廣大的中、東

歐爭奪生存空間。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們看到這條文化界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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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奧地利與塞爾維亞間的衝突，分別獲得德國與俄羅斯的奧

援，複雜的連環結盟關係，在一位日耳曼皇儲被一名斯拉夫刺客

謀殺於薩拉耶佛後，引起歐洲各國一連串的彼此宣戰，揭開了一

次大戰的序幕。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德國與蘇聯（以俄羅斯為

主體）決戰於東戰場，最後德國戰敗，不僅是上述的灰色地帶，

連德國的東部都納入俄羅斯人的勢力範圍，日耳曼的勢力則向西

退縮。冷戰的結束，則是斯拉夫力量的衰退，位於灰色地帶的國

家，再度倒向西方，德國則大力東進。 

以上我們大致同意了杭亭頓等學者有關歐洲東界的說法，但

結合了種族界線的觀察，以灰色地帶的概念作補充。然而，兩個

歐洲的內部亦非高度整合的文化世界，即以西方歐洲而論，其內

部便存在著另一條重要的文化界限。以下我們以羅康  (Stein 

Rokkan) 建立的歐洲地誌學— 類型學概念圖來說明。 

 

羅康:歐洲的地誌學— 類型學概念圖 

— 西方歐洲內的文化界限 

早期研究歐洲各國政黨政治的羅康，發現各國在大眾民主結

構上的差異，無法單從橫剖面的社會結構解釋，因此他轉而從歷

史過程中尋找原因，仔細研究了近代歐洲國家與民族的建構過程 

(Rokkan 1980: 118-119)。由於他的研究結合了文化、經濟與地緣因

素，因此他稱他的模式為地誌學（地緣因素）— 類型學（文化類

型、經濟類型）模式 (Flora 1981: 403; Rokkan 1980: 123)。與前述的

觀點一致，羅康所謂的歐洲是西歐，具體而言，其範圍是 1054

年東、西教會分裂後，羅馬天主教的勢力範圍 (Flora 1981: 402)。 

羅康認為，要解釋歐洲各國在國家、民族建構歷史過程中的

差異，有四個主要變項 (master variables) 是不可忽視的：世俗的/

宗教的殊化；語言的同質性/異質性；城市網絡的殊化/自治；土

地所有的集中/分散(Rokkan 1973: 88-90)。而歐洲國家、民族建構

的四個基本政治發展過程是：國家建構 (亦即（政治）中心建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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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建構 (亦即文化統一)；政治參與權的制度化 (係為因應參與

挑戰 )；社會分享權的制度化 (係為因應分配挑戰) (Rokkan 1975: 

570-572; Flora 1981: 400)。而從具體的歷史過程觀察，有六大歷史

因素對於十六世紀以來歐洲政治實體的發展起了關鍵性的作

用，這六大因素又可各自置於領域（權利與權力）、經濟和文化

三種範疇之下： 

 

領域（權利與權力）： 

  1.羅馬帝國的遺產：皇帝的至高權力、權利規範的系統化、

公民和公民權的觀念； 

  2.日耳曼諸王國的遺產：自由氏族首領集會立法和審判的傳

統； 

經濟： 

  3.南起義大利、北迄佛蘭登  (Flandern；今天的荷蘭與比利

時) ，包含許多自由城市的長條狀區域的興起，此一長條狀區域

的興起，源於回教徒勢力衰退後，亞洲、地中海和北海區域間貿

易的恢復； 

  4.封建和地主農業結構的發展，在不同的地方，土地集中程

度和佃農自由程度有著很大的區別； 

文化： 

5.羅馬教會作為一個超疆域和超種族的組織，在西羅馬帝國

滅亡後，成為歐洲菁英份子的溝通管道，同時也成為藉由復蘇羅

馬法追求歐洲整合的中心象徵； 

6.方言書寫文字的產生，使拉丁文作為跨種族溝通工具的意

義逐漸消失 (Rokkan 1975: 575; Flora 1981: 402-403) 

 

以上第一和第二項因素屬特殊的政治遺產，後四項因素則為

四個「主要變項」在歐洲的實際表現 (Flora 1981: 402) 

羅康用第三和第五項因素（前者屬經濟因素，後者屬文化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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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與地緣結構結合觀察，建構起他的十六至十八世紀的「歐

洲概念地圖」：第三項因素— 「包含許多商業城市的長條狀區

域」，實為資本主義剛萌芽時歐洲最繁榮的商業區域（然而，十

六世界初起，西歐沿岸及橫越大西洋的海上商業路線日益重要，

這條南北向的陸上商業路線的重要性便相對地降低），它構成了

此一概念地圖的經濟軸，從地緣關係來講，這是一條南北向的縱

軸，其本身是當時歐洲商業最發達的區域，其東、西兩邊，概略

而言，距其越遠，商業化的程度就越低。第五項因素，羅馬教會

的影響，決定了一條文化軸的形成，這是一條東西向的橫軸，在

這條軸的南邊，羅馬教會的文化影響力十分穩固，越往北邊，這

種影響就越弱 (Rokkan 1975: 576-579 & 1980: 123; Flora 1981: 403)。 

第三項因素決定的縱軸，是涉及前述四個主要變項的頭兩個

變項（土地所有的集中/分散、城市網絡的殊化/自治）的一條差

異線：位於縱軸上的城市多為商人統治的自由市。其東、西方廣

大區域的城市，則多處於寡頭統治之下，不過，在形態上又東、

西有別。西邊的城市，在大西洋商業路線興起後，繁榮的商業和

高貨幣化程度，使西方得以形成經濟實力雄厚的中心城市。東邊

的城市，由於貿易量要比大西洋區域小得多，實力較弱，統治者

對農業經濟的依賴較深。縱軸決定了日後歐洲國家建構的形態。

包含許多自由市的縱軸，是昔日西羅馬帝國的核心區域，由於富

裕、俱自治權的城市多，難以形成政治中心，因此，除了荷蘭和

瑞士，此一區域較晚才納入統一的國家之下（亦即義大利和普魯

士以外的德國的情形）。其東、西邊的廣大區域，則較易形成政

治中心，故國家的建立較早 (Rokkan 1975: 576-579 & 1980: 123; 

Flora: 405 & 408-411)。不過，前面已經提及，西邊（如法國、英

國）的商業城市較發達，東邊（如普魯士、奧地利）的政治中心，

則對農業的依賴較深。 

第五項因素決定的橫軸，則為涉及前述四個主要變項的後兩

個變項（語言的同質性/異質性、世俗的/宗教的殊化）的一條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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異線：在信奉羅馬天主教的區域，教會阻礙了民族的建構，因為

羅馬天主教追求的是跨地域、跨種族的影響力。在信奉新教的北

方，則發展出國立教會，在群眾的民族化和民族語言的標準化

上，國立教會扮演著關鍵角色 (Rokkan 1975: 577-581; Flora 1981: 

405)。橫軸決定了歐洲民族建構的形態。 

羅康的文化界限（包括歐洲的東界及歐洲內部的文化軸）主

要亦以宗教作標準，然而這條重要的歐洲南、北文化界線，亦應

與種族界線對照觀察。我們可以發現，北方的新教世界，大致上

屬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間，南方則為拉丁民族（包含被拉丁化的塞

爾特 (Celt) 民族）的世界。然而兩者之間亦有灰色地帶。從前西

羅馬帝國的版圖，今日大部信仰羅馬天主教。然而德國的中西

部、南部，從前屬於西羅馬帝國，今日亦仍為羅馬天主教的版圖，

卻很早就是日耳曼人的勢力範圍。如同前述對歐洲東界的討論，

灰色地帶出現於宗教界限與種族界限不一致時。至於英國，可說

是灰色地帶中的灰色地帶。英格蘭曾經隸屬羅馬帝國，深受拉丁

文化的影響。然而西羅馬帝國滅亡後，日耳曼文化在大不列顛逐

漸擴展。表現在語文上，英語被歸類為西日耳曼語，70％的字彙

卻是來自拉丁文；表現在宗教上，亨利八世與梵諦岡決裂，自創

英國國教 (the Anglican Church) ，然而英國國教的教義卻仍與羅馬

天主教近似。 

宗教改革因此可以視為是一場日耳曼運動，是歐洲南、北文

化衝突的具體表現，亦即日耳曼人對拉丁文化的反抗（參閱

Rokkan 1975: 581）。1871年德國統一後，普魯士徹底征服了「灰

色地帶」，俾斯麥隨即發動「文化鬥爭」(Kulturkampf)，對抗天

主教的勢力（參閱 Deutscher Bundestag 1989: 194）。 德意志民族

和法蘭西民族數百年的競爭與衝突，亦是延著文化界線進行，衝

突最激烈的地方，當然是在灰色地帶。 

然而與歐洲東界有所不同，今天這條歐洲內部的南、北文化

界線已經不再是重要的衝突線了。二次世界大戰後，德、法逐漸



 10

成為重要的盟友，一反從前法國聯合斯拉夫民族制衡德國的傳

統，此為戰後歐洲地緣政治上最重要的變化。 

南、北文化界線雖已不若歐洲的東界來得重要，然而在歐盟

內部，我們仍可看到德、法、英三國玩著最傳統的均勢 vs.霸權

的遊戲。許多時候，衝突確實延著文化界線進行，然而不可忽視

的是，一個大文化單位下的民族國家，仍是世界舞台上的主角之

一。因此，我們要避免文明衝突論使我們見林不見樹，只思考大

文明間的衝突，卻忽略了民族國家（往往是同一文明圈下的國家）

才是人類衝突的最主要單位。 

在全球化的後現代，在德國人因為歷史經驗、全球化的啟

示、安全政策的考量，逐漸在民族— 國家的認同上出現了一些模

糊的主張，並欲以歐洲認同取而代之的今天，我們仍可看到強大

的歐洲民族國家，各自在宣示其主張、擴展其利益。 

 

 

四、歐洲整合過程中的歷史幽靈 

  — 均勢 vs.霸權 

 

二次大戰以後，民族與國家認同對德國人而言成了一項困

難、複雜、敏感的問題。史學家 Christian Meier在「一個無人想成

為的民族」(Die Nation, die keine sein will) 一書中，指出德國人在民

族— 國家認同上的困難，肇因於三段歷史經驗：其一，德意志民

族— 國家的形成，較其他歐洲國家較晚的歷史事實；其二，一九

三三至一九四五年間，伴隨著德意志民族— 國家之名發生的重大

罪行；其三，東、西德分裂的歷史經驗，以及東德共產政權垮台

後，雙方人民對是否仍能共同成長的懷疑 (Meier 1991: 19)。 

事實上，基於歷史的教訓，及冷戰時代德國的處境和歐洲情

勢，戰後德國的安全政策即以德國的融入歐洲為指導原則。誠如

另一位史學家 Stürmer 所說的，歐洲的統一，主要是德國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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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ürmer1988: 179)。對於德國融入歐洲、歐洲進一步整合的追求，

自然構成了另一種對德國民族— 國家認同的衝擊。 

德國由於地處東、西歐的中間地帶，且自十九世紀起逐漸崛

起為歐陸強權，與鄰國時有衝突。二次大戰後，為了避免歷史重

演，德國以歐洲整合和多邊主義 (Multilateralismus) 為其安全政策

之主要指導原則  (Voigt1996: 107)。這就如同史學家 Hans-Peter 

Schwarz 所指出的，數度捲入歐洲國家間的衝突，使部份德國人

對一個多國家的歐洲只剩下負面的印象  (Schwarz 1994: 

102-103)。以整合的歐洲取代多國紛擾的歐洲，是否是德國人最

自然的選擇。冷戰結束後，德國不但沒有放棄此項政策，反而更

為強化。例如德國之所以大力推動歐盟和北約向東歐擴展，照德

國的說法，其理由之一是因冷戰後德國與東歐國家的關係日益密

切，德國擔心其與東歐間的雙邊關係又會破壞歐洲的均勢，故急

於將幾個東歐國家整合入歐盟與北約中，以稀釋德國與這幾個國

家間關係的重要性，也就是以多邊主義的架構（西歐各國對東歐）

取代雙邊架構（德國對東歐） (Voigt 1996: 108-110)。這也可以減

輕其他國家對「德國將再度成為霸權」的疑慮 (Peter Schmidt 1996: 

213 & 219)。德國甚至認為，將東歐國家納入歐盟與北約，可以

阻止此一地區的「再民族國家化」，而這些國家的再民族國家化，

會成為其擴張軍備的動機 (Voigt 1996: 111)。似乎，「解民族國家

化」就是部份德國菁英心目中歐洲永久和平的良方。 

歷史的負面經驗及安全政策上的考量，使德國積極追求歐洲

的整合，作為德意志靈魂困擾因素的民族— 國家意識，似乎理所

當然地不構成歐洲整合的障礙，因為，至少在某種程度上，民族—

國家主義原本就是應當被放棄的。是故，在歐盟進一步一體化的

具體策略上，德國支持「超國家主義」(Supernationalismus) ，從

制度層面而言，主張歐盟必須進行下列變革：各成員國將更多的

執行權交予歐盟執委會；歐洲議會在歐盟決策過程中扮演更重要

的角色；歐盟各部長諮議會的決策方式由一致決改為多數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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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sala 1997: 228)。換言之，歐盟成員國應該放棄一部份主權。 

德國認為歐洲整合是防止歐洲出現新霸權，尤其是防止德國

成為霸權（或者說防止其他國家形成此種疑慮）的最佳策略。然

而另兩個歐洲強國— 英國與法國，卻不如是想。尤其是英國，完

全從相反的角度思考，懷疑德國之所以致力於強化歐盟整合及推

動歐元之實施，是欲藉此法成為歐洲新霸權 (Elvert 1997: 346)。英

國前首相柴契爾夫人露骨地說，德國所要的並非立基於歐洲的德

國，而是立基於德國的歐洲 (Elvert 1997: 353)。亦即，一個大一統

的歐洲，必然是臣服於歐洲第一強國德國腳下的歐洲。這種歷史

性的對破壞均勢的恐懼，使柴契爾夫人於柏林圍牆開放後，暗地

裡主張即使不能阻止德國的統一，也要延緩其速度 (Elvert 1997: 

353)。英國人對德國是有一種潛在的疑慮甚至敵意的，這不僅可

以從八卦報紙的諷德言論看出，曾有一項問卷調查顯示，78%的

受調查英國人，聽到「德國」一詞時，會聯想到戰爭；近 53%的

受調查英國人擔心納粹思想會在德國再度興起 (FAZ, 1996.11.8)。 

因此，要歐盟成員國犧牲部份主權的超國家主義，無法獲得

英國政治菁英的認同。他們堅持歐盟作為民族國家的合作架構，

而歐盟成員國主權的表現即是一致決的決策方式  (Masala 1997: 

228)。例如由部份英國政治家和學者組成的 Brügge團體，便堅持

歐洲必須是民族國家組成的歐洲，歐盟應該是一個國家聯盟，而

反對歐盟朝聯邦的方向演變 (Elvert 1997: 349)。與超國家主義相

對，此即所謂的政府間主義 (Intergouvernementalismus)。 

至於法國，其與（表面）含蓄的德國不同，一向不忌諱顯示

自己的強大（但德國統一後，法國國力屈居德國之下，已是明顯

的事實）。自從戴高樂以來，法國致力於使歐洲成為世界強權，

並期望自己在歐洲的外交政策上扮演領導角色。法國與德國，無

疑是當今歐洲整合的兩大推動者。然而對於歐洲的架構，法國卻

向來較偏愛政府間主義。與德國一樣，法國也贊成將歐盟諮議會

的決策方式由一致決改為多數決，但法國反對強化歐洲議會的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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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使其成為執委會的主要監督機關，並認為各成員國的國會應

更深地介入歐盟的決策過程（這是政府間主義的一種明顯表

現）。英國則不但反對歐洲議會的擴權，也反對改變諮議會一致

決的決策方式 (Masala 1997: 229-234)。 

追求歐洲整合，不惜讓出部份國家主權的德國，到底是在將

自己推向新霸權之路，還是在防止自己成為霸權？曾經對德國人

造成重大傷害的民族— 國家主義，德國人真地能置之不理嗎？就

像貝克，輕輕鬆鬆地提出跨國國家模式，真地是世界，或至少歐

洲，得以歡欣地進入後民族— 國家時代嗎？ 

如同德國政治學者 Graf von Krockow所指出的，眾所周知的

德國問題是：「追求和諧的渴望越強，衝突就越劇烈。」(Graf von 

Krockow) 無怪乎英國史學家 Norman Stone要說，德國忽視本身的

民族和國家認同問題，卻致力於歐洲的整合，對歐洲是一件非常

危險的事  (Handelsblatt, 1993.5.13)。德國前總理施密特  (Helmut 

Schmidt) 亦說，歐洲絕非已進入了「後民族— 國家」 (postnational) 

時代，如果單單是德國人宣稱要走上後民族— 國家的特殊之路，

德國的鄰國是不會相信的；他們會認為，德國不是無法維持此一

特殊之路，就是根本不願維持 (Helmut Schmidt 1990: 83)。 

不，即使在全球化的後現代，古老的文化界線仍在分割人類

的思維，民族國家仍在霸權與均勢中做抉擇。對德國而言，歐盟

和北約的東擴，是歐洲和平的不二法門。但俄羅斯對北約東擴的

計劃卻有激烈的反彈，此並助長了其國內的愛國主義  (Simon 

1997:253-254)。俄羅斯很難接受冷戰後其於中、東歐喪失影響力

的事實，其受到刺激而高漲的民族主義，又使灰色地帶的中、東

歐諸國備感威脅，紛紛向西方尋求支持 (Simon 1997:255)。 

再看前南斯拉夫，二十世紀德國灰暗命運的引爆地，在冷戰

結束後，又與新德國的未來命運交織在一起。二次大戰時，德國

曾聯合克羅埃西亞迫害塞爾維亞人；在後冷戰時代，德國則是第

一個承認克羅埃西亞獨立的西方國家，逼得其他歐盟國家不得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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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進承認。至於俄羅斯，基於種族、宗教和歷史上的淵源，當然

是支持塞爾維亞的  (Hoppe 1997:267)。而當德國大力支持克羅埃

西亞和波斯尼亞的回教徒時，法國和英國卻仍對塞爾維亞保持傳

統的同情  (Hoppe 1997:276)（此即傳統上英、法聯合斯拉夫國家

制衡德國的策略）。 

所以，曾任德國駐多國大使的 Hans Arnold 即指出，從 1815

年的維也納會議到 1945 年的雅爾達會議，歐洲安全政策的主軸

即是：各強權致力於追求符合其國家利益和企圖的均勢。即使在

冷戰期間，在東、西兩大集團的內部，此一目標亦被默默地追求。

在後冷戰時代，依然如此 (Arnold 1997: 40)。德國大力推動歐盟、

北約的東擴，其實是對俄羅斯的一種圍堵，防止其再度成為霸

權，並使自己從西方安全體系的第一線，退居到第二線（波蘭、

捷克等國則被推上了第一線）。統一後成為歐洲第一強國的德

國，在歐盟內部則面臨英、法的疑慮。例如在歐洲中央銀行首任

總裁的爭奪戰上，小國不願大國人選出任，支持荷蘭籍的

Duisenberg擔任，法國則認為 Duisenberg的背後是德國，執意推出

自己的人選 (Der Spiegel 1997 (46): 168-170)。 

 

 

五、結語 

 

以上我們從三個層次討論了歐洲當今的情勢，但根本不企圖

指出哪一種說法較為正確，因為事實上三股力量正在歐洲交互作

用：全球化確實有某種程度的解民族國家化效應，就文化而言，

民族國家至少不再是文化的唯一負載單位，不考慮國界的全球—

地方文化辯證關係，確實越來越值得注意。而不管是從其本身的

歷史教訓，或是在與全球化的辯證關係中，歐盟確實有脫離民族

國家傳統的傾向，歐盟架構就某些層面而言是與任何從前的國家

聯盟都不同的 (Schwarz 1994: 107-108)。然而在有關歐洲東界的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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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上，我們看到古老的宗教與種族界線仍起著強大的作用。然而

僅以大文化圈作為衝突的單位，又顯然是過於粗糙的，民族國家

仍依循著均勢 vs.霸權的傳統邏輯，選擇最符合本身利益的結盟

策略。 

如此，要為當今的歐洲起一個架構，是徒然的！它是後民族

國家的，但又不是；西方歐洲與東方歐洲在尋求和解，但又築起

了衝突機制；歐洲急欲擺脫民族國家間和戰無常的歷史夢魘，然

而歷史的幽靈不停止它對歐洲整合的吞噬。 

至於德國，近兩個世紀不平凡的民族與國家建構— 崩解的歷

史經驗，換取的是難以承受的模糊與徬徨，遲疑在歐洲的德國、

德國的歐洲的十字路口。世紀末，解構的歐洲、解構的德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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